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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25 年间，梁启超撰写《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总结清代学者的成绩

时指出 ：“清儒所治乐学，分两方面 ：一曰

古乐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剧之研究。其关于

古代者复分两方面 ：一曰雅乐之研究，一曰

燕乐之研究。关于近代者亦分两方面 ：一曰

曲调之研究 ；二曰剧本之研究。”同时，他

还在文末赞誉了当时的王国维（时著《戏曲

考原》等）、杨宗稷（时著《琴粹》等）二

人在音乐研究上的贡献。①而在其时稍早的

几年，萧友梅已经完成博士论文《17 世纪

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并回国任

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叶伯和已出版《中

国音乐史》，杨荫浏编出了《雅音集》……

依梁任公所论，清儒“乐学”秉承的是中国

古代一贯的治学传统，到了王国维、萧友梅

时代，中国的音乐学得以焕发新颜。20 世

纪早期的中国，国是艰难，学者们却开创了

现代学术，②其功甚伟。时至今日，历程百

年，学界探讨“学科传统与创新”，十分必要。

笔者不揣鄙陋，就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变

迁发表一些浅见，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一、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发展轨迹

本文论及的“中国音乐学”，旨在从学

术史与学科史的角度探讨“中国的音乐学”。

这个概念基于黄翔鹏先生提出的“中国人

的音乐和音乐学”，以及吕骥“中国音乐学”

（1983）、魏廷格“中国音乐学”（1985）、韩

锺恩“（三界）中国音乐学”（1990）、何昌

林“音乐学在中国”（1993）等诸多先学的

认知，但同时又不同于前辈对“学”之范畴

的关注，而重在从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学

者的研究行为做整体观照。毋庸置疑，中国

音乐学是现代概念，但对于音乐的学术研究

工作则由来已久，自古而今。从研究观念的

发展轨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段。

（一）古代中国 ：以“礼乐”为基础的

研究观念

在探讨古代中国对于音乐的研究观念，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古代中国有没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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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366 页。

② 本文所论“现代学术”，意指有别于中国传统学

术的生发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的学问系统。基于学

科与学术发展提出的“现代”概念，与基于整个社会发

展而划分出表达历史时段的“现代”（有始于 1919 年、

始于 1949 年等多种观点），并不是对等概念。学界对二

者各有表述且尚有争议，本文使用“现代学术”“现代学

科”“现代教育”即专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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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研究？哪些属于“研究”？哪些群体在研

究？笔者认为，比对中国学术史来看，答案

是肯定的。历代典籍中，“音乐”一直是中

国学术传统的研究对象之一。如梁启超、钱

穆各自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者

虽各有不同，但据其内容可知中国学术史核

心与主体是儒家治学、治史之说。统观古代

中国对于音乐的相关研究自然脱离不出这个

范畴。相应地，古代中国的音乐研究主体是

文人而非乐人，乐人是音乐实践主体，但并

非研究主体，更不是书写主体——当然，这

并不是说乐人及其音乐实践不重要，但古代

乐人的从业行为，不是“研究”，无涉“学术”。

以“学术”之名观之，文人作为主体是毋庸

置疑的。今天，当我们大谈各种史论典籍时，

不应忽略这些古籍文献，无论官修还是私撰，

都是文人执笔 ；而谈及京房、荀勖、嵇康、

陈旸、朱载堉等为今人公认的在音乐理论研

究方面的历代名家时，亦不应忘却他们是“礼

乐中国”下的诸子门生。

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古代中国的音乐

学术所秉持的乃是以“礼乐”为基础的研究

观念。这种观念下音乐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制

礼作乐”——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表达，其

本质是政治伦理，目的在于树立政治话语权。

音乐实践问题在其中不是首要和核心问题，

乐人也不是关键所在。无论谁“当家作了主

人”都要建立“政治话语权”，这是社会制

度使然，无法回避。礼乐观念自先秦至清，

在传统社会中始终被贯彻，尤其是以“礼、乐、

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为治国之

道的儒家，在获得绝对政治地位之后，“制

礼作乐”是超越音乐本身而涉及国家制度的

核心问题。从二十四史抑或是历代类书类典

的编纂都能够看到“礼乐”观念的深刻作用

与影响。③而即便到了“民国”初年，时人

所编《清史稿》《新元史》的依旧遵循着这

种礼乐观念。谈论音乐，必遵经学，承先学，

循“礼乐”思路展开，此为古代中国一以贯

之的学术观念使然。④

在儒家为主体的礼乐观念下，如果说“王

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其功大者其乐备，

其治辨者其礼具”（《礼记·乐记》）是核心

论题，那么，所谓“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尚书》），“律”的问题牵涉一系列国

家标准的制定，“审音定律”就成为礼乐观

念下的核心任务。中国古代律学的发达，在

很大程度上即源于此，其在“大不逾宫”“黄

钟为首”“律长九寸”等观念⑤下所形成的不

同于他国律学史的发展轨迹以及随之产生的

一系列重要律学成果，是为明证。

黄翔鹏先生认为 ：“历代乐志偏于宫廷

③ 如《史记》首设《礼书》继而是《乐书》，《汉书》

则直设《礼乐》置于“志”首，其后官修正史中，设《乐志》

者必接续于《礼志》之后，或直接合为《礼乐志》；又如《四

库全书》在四部之首的经部中专设“乐类”。关于中国古

代音乐文献的研究，学界已有众多成果，但在学术观念问

题上未多深究。李方元先生在《正史“乐志”与早期中国

音乐知识传统的建构——以《史记》《汉书》“乐志”为

例》（《第一届中国音乐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 14

页）曾指出：“就《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而言，

由于不同的历史机缘，二书为我国古代音乐知识的建构

提供了不同的内容，同时亦开辟了不同的认知方向和知

识领域。《史记·乐书》将音乐知识纳入史书叙事，开创

了音乐知识在‘志书’中书写的先河，并从意义角度对

音乐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建构 ；而《汉书·礼乐志》则将

音乐的历史视野纳入史书叙事开创了并重建了音乐知识

的历史传统。”笔者认为，两部正史对于音乐知识系统的

建构上有所不同，但遵循“礼乐”规范的观念确实一致的。

《史记·乐书》本身即出自《礼记·乐记》，而《汉书·礼

乐志》以“礼乐”为名，其意自见。

④ 需要言明的是诸如笔记稗编之类的文献，并非中

国传统学术研究范畴，故不在本文所论“学术研究”之列。

⑤ 在礼乐观念之下，这些已然关涉“国本”，不可

动摇。即便是有如朱载堉这样的皇家世子，也依旧要将

律学研究置于礼乐统辖之下而不敢公然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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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乐的记载，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造成了错

觉。”“一整套二十四史乐志充斥着雅乐的乐

议、乐章材料。”“雅乐在封建社会中，名义

上颇受统治阶级的重，实则艺术水平甚低，

从来只被当做‘礼’的附庸，更谈不上是否

可能成为中国音乐传统中的主流。”⑥这种批

评切中了传世文献（尤其是官书正史）的问

题要害，旨在提醒我们要正确认识古代材料。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也应当思考这一事实之

于中国音乐学术的意义。“雅乐”（礼乐）是

不是音乐实践的“主流”，到底什么可称作“主

流”，姑且不论，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其

本身确实是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古代阶段的

基本表征。古代中国，音乐学术的发达之处，

一为“雅乐”，一为“律学”；其以儒家所统

辖、由文人为主体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

不论在朝在野，从表述上看都秉持同一种观

念，即“大一统”思想下的“礼乐”至上。

（二）近代中国（1840 —1949）：以“国

乐”为基础的研究观念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楔入，

出现了一系列强烈表达式的“中国”概念，

如“国学”“国故”“国乐”“国粹”等，这

些名称虽多是取自古代中国，但其现实意

义已经因时事而有了不同的意义。“国乐”

一词，即是典型。这个词在《隋书》中载

称自南朝梁武帝始视为“雅乐”，而在近代

中国社会中，“雅乐”早已不是儒家所论及

的“雅正之乐”，“国乐”也不再是古人观

念中的“华夏正声”。此时的“国乐”（包

括“雅乐”概念）被放大到中西比较的语

境之中，被填充了新的内涵，其作为一种

中国学者自觉秉持的文化观念，被用于对

抗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是一种

“文化话语权”的树立和强调。

从更为细致时间划分来看，“雅乐”（包

括雅歌）一词在近代前期使用频率较高，而

20 世纪之后“国乐”则成为核心观念。组

织机构有如刘天华发起的北京大学“国乐改

进社”，文论有如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

究》、胡为《国乐小史》等都以“国乐”为

名，直抒胸臆。浏览当时的文论，“国乐”

也已经成为与“西乐”相对的一个概念，被

广泛使用。当代学界有关近代“国乐”思潮

的众多研究成果，可以为证，此不赘述。笔

者想要指出的是，从中国音乐学的学术发展

来看，这一时期的“国乐”观念下，研究的

核心问题已经从古代中国政治话语权转变为

文化话语权，其核心任务由“礼乐建设”转

变为“整理国故”（民间音乐文化考察、各

类音乐资料搜集等，其与古代文人的生活笔

记有本质区别）。面对西方列强与现代文明，

儒家经典已经不足以与之抗衡而需要拓展与

突破，这既是情势所迫亦是学术发展之必然。

同时，中国迈向“现代”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

早发于西方的现代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

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进入并被贯彻于近代

中国的方方面面。由是，包括音乐在内，中

国学术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传统的研究范畴

被拓展，研究主题被置换，以皇权为首的政

治文化表达式被以“德先生”“赛先生”为

引导的“五四”新文化所替换——不论我们

如何强调新文化运动宣扬的对传统文化的批

驳，有一点始终无法回避，即“整理国故”

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浪潮中的一部分——就

音乐学研究而言，出现了一个被古代中国学

术边缘化的广阔天地，即“民间音乐”；同

时也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文人身

份的受现代教育体制培养的研究群体，即关

注音乐事象的现代学者（其中既包括如萧友

梅、王光祈、刘天华等专门的音乐学者，也

⑥ 黄翔鹏《雅乐不是中国音乐传统的主流》，《人民

音乐》1982 年第 12 期，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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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如朱谦之、朱自清、张亚雄等涉猎音乐

研究的非音乐领域的学者）。

从“礼乐”到“国乐”，从“制礼作乐”到“整

理国故”，从文人群体到音乐学者群体，近代

中国赋予“中国音乐学”的是基于现代（音乐）

教育机制下催生的现代学科与现代学术。

（三）现当代中国 ：以“音乐”为基础

的研究观念

现当代中国（1949 年以来），学科建设

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学科名义下学者

个体有着明确自主的学术研究 ；研究的对象

是古今中外的一切音乐事象，研究群体是现

代学科教育体制下培养的以研究音乐为专门

职业的音乐学者。从中国音乐学发展的角度

看，“体系化”成为趋势（详见后文论述）。

现代以来，随着“音乐”的概念与内涵

不断拓展，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在质量上较

之以往有了极大的改观。不同于前述两个阶

段，现当代中国的音乐学研究，脱离了“政

治话语权”“文化话语权”，而转向“学术话

语权”的树立与强调。在现代教育机制与学

术机制之中，音乐学者的研究必然带有明确

的学科烙印 ；而对于“音乐学科”，必然面

临与非音乐学科以及学科内部如何划分理清

界限、分清彼此，或在分清彼此的基础上以

“跨学科”之名进行彼此调和等一系列问题；

其本质上即是指向“学术话语权”。

二、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三个“传统”

以上，笔者对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变

迁做了粗略的梳理，简而言之如下表。

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发展轨迹

时　段 核心问题 主要工作 研究主体

古　代 制礼作乐 ：政治话语权 审音定律 文　人

近　代 中西比较 ：文化话语权 整理国故 现代学者（基于现代学术）

现当代 学科建设 ：学术话语权 音乐事象（多元化） 音乐学者（基于现代学科）

循此轨迹检视今天的中国音乐学从古

代继承了什么，答案似乎只有作为材料的

历史信息。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学术传统

（尤其是研究观念），实际上几乎都建立于

近代，距今不过百年左右。（见图 1）

史

（材料）

论

（认识）

古　代

当　代

近现代

（官方）“礼乐”观念

（官方） （西方）

“国故”观念

“（民族）民间”观念

“学科”观念

“中西比较”观念

×

分支学科林立
↓ ↓ ↓ ↓↓ ↓ ↓ ↓↓ ↓ ↓

材料

材料

材料 现代教育机制
现代学术机制

图 1　当代中国音乐学学术传统形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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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伴随清朝的结束，与古代文

献之相对应的“礼乐”观念很快也被扬弃，

取而代之的是“国故”观念，这个观念在音

乐层面讲来即是“国乐”。这个观念在近代

中国被不断强调，政府建立“国立礼乐馆”，

民间自发建立的各种“国乐”社团，目的都

在于强化自身的文化属性，树立文化话语权。

如前所述，这种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崩

塌、西方文化强势楔入之时，伴随中国现

代（音乐）学术的创立而出现，其本身是在

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甚至参照）中建立起来

的。因此，其衍生出的“（民族）民间”观念，

实际上杂糅着“西方血统”⑦。20 世纪上半

叶，在政治、教育、社会等诸多层面建立起

“现代社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以“西

方”为标志。相应地，现代学术机制的理念、

视角、方法，乃至话语表述系统，处处都有

“西方”印记。“西方”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

音乐学术的研究观念之一。

“民间”观念基于现代教育机制和现代

学术机制的双重作用，在近代中国经由不同

组织和个体的学术工作不断被强化。新中国

成立后，其又与国家体制紧密契合并得到提

升和深化，成为一种学术工作基调。在“民

间”观念下，音乐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考察

工作，收获了丰富的资料，为中国音乐学术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间”由此成为

中国音乐学的一种研究观念。

1949 年前后，伴随上述研究观念，音

乐研究逐渐深入，获得的材料不断丰富，音

乐学研究的目的性增强，基于对象不同出现

了专门性的研究。同时，基于现代音乐教育

的需要，音乐学研究开始走向学科化。随着

研究的对象、材料、方法越来越多，学科进

一步细化。在中国音乐学走向“学科化”的

过程中，“学科”本身也成为了其研究观念

之一。

综上，现代中国音乐学实则有三种研究

观念，即西方、民间、学科。这三种研究观

念，在今天看来又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学研究

观念的三个“传统”，其中 ：

“西方”是一种摆不脱的研究框架。自

近代以来，音乐研究早已摒弃礼乐观念，今

天更不可能再用传统二十四史“乐志”“律志”

的方式，或者用“通典”“通志”的方式去

讨论或去撰写中国音乐。我们的知识体系和

框架，是基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教育和学术体

制。西方文化本身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既不必推崇备至，也

不应轻视不屑，更无需刻意回避，而应当尊

重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其具体影响。

“民间”是一种离不开的研究立场。其

同样基于现代音乐教育机制，并在音乐基础

教学与专业学术训练中不管被强化——有如

“一切音乐源自民间创造”作为学界公理式

的研究共识——这种立场对百年来的中国音

乐学发展影响深远，

“学科”是一种舍不掉的研究根基。伴

随现代中国的音乐学科建设的发展进程，各

种子学科纷纷建立的同时也划出了领域，各

子学科不同程度地设立相应的学术研究模式

和学术培养方案。由此，学科成为学者之所

以存在和立足的前提和关键而不是相反，尤

其是在学科意识不断增强，中国音乐学体系

化趋势明显的当下，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

着学者的研究旨趣、方向和视域。

三、当代中国音乐学的“体系化”

无论是中国音乐学发展轨迹中在研究观

⑦ “（民族）民间”概念相对于官方、宫廷被提到学

术层面，既是对西方的对抗，更是对传统的打破，其本

质上体现的是以“德先生”“赛先生”为启蒙的“五四”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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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呈现的不同特点（礼乐—国乐—音乐），

还是近代以来中国音乐学形成的学术传统

（西方—民间—学科），都为今天的中国音乐

学在学术理路上奠定了重要基础并拓展了多

种可能。在经历古今观念的变革、拓新和中

西观念的碰撞、融合之后，现代学科和学术

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学已经呈现“体系化”的

发展趋势。

笔者在对“中国音乐学史及其体系”的

初步研究中曾提出 ：如果依循现代学术传统

的认知，⑧“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学’

距今已近百年，建立之初，学术个体较为突

出，以萧友梅、王光祈的海外求学与音乐

学术论文撰写为代表。1949 年之后，新的

社会需求推动了中国音乐学的学术体系的建

构，其依托于学术群体，以‘音研所’为代

表，从 1949 年开始筹建算起距今近七十载。

其间，中国音乐学从无到有，从曾经的‘音

研所’一枝独秀到当下的音乐学术组织林立，

有了长足的发展。”⑨这种发展对于“中国音

乐学”整体而言，是一种“体系化”的过程，

即由自觉研究伸向自觉构建，由对象关注伸

向整体观照，由论域拓展伸向学科架构。

⑧ 胡逢祥《“五四”开创的现代学术传统》（《探索

与争鸣》1999 年第 5 期，第 31 页）指出 ：“具有新一代

规模的学术运行机制和基本范式”的“中国现代学术传

统”，其特征包括 ：学术门类的设置与布局、学术运行机

制的形成、学术范式的确立等。

⑨ 郭威《“音研所”的学术传统——中国音乐学史及

其体系研究之一》，《艺术探索》2017 年第 1 期，第 118 页。

“中国音乐学”体系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
音乐研究会
（传习所）

1916

国乐改进社
刘天华

国立音乐院
1927

叶伯和
1922

1916
萧友梅

1925
刘半农

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
杨荫浏

1920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

1925
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

民歌研究会

1929
郑觐文

1934
王光祈

1938
吕骥

1949

童斐
1926

青主
1930

朱谦之
1935

杨荫浏
1943

中央音乐学院
研究室

中央音乐学院
民族音乐研究所

1954

缪天瑞
许之衡

1931

……

……

……

图 2　中国音乐学体系化过程示意图

从发展进程看（见图 2），1949 年是一

个关键节点。在此之前的研究是以一种学

者或学术组织为主体（非官方主导）的学

术自觉 ；而在 1949 年之后，伴随社会秩序

的重新构建，经由政府为主导呈现的则是

真正意义上的“名正言顺”的学科体系化。

例如，1949 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业化音乐教育的开端，中央音乐学院在成

立之初就设立了“研究室”，进而于 1954 年

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即今“中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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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对“音研所”学术体系进行梳

理与归纳，认为 ：“‘音研所’的学术体系，

以史（音乐的历史脉络）、论（音乐的基础

理论）为经、纬，从声、器、谱、图、典、

刊等各类资料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认识‘音

乐’对象；知识系统包括：史、论、声、器、谱、

图、典、刊，认知系统则具有‘强调资料

意识’‘强调历时、共时纵横交叉的视野’‘注

重学术交流’等特征。”其由音研所的学者、

学生以及音研所外的学术共同体共同构建

并得以传播开来。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

套较为完备的学术体系，在音研所筹建至

成立的最初十年已经完成基本构架并有一

批成果涌现。这不仅依赖于 20 世纪上半叶

音乐学人在多领域打下的基础，更依赖于

当时全国音乐学“一盘棋”形势下的共同

努力。而从当时“音研所”大量的学术工

作和成果⑪中，可以看得出这种建构是具有

明确目标的有意识的主动为之。

“音研所”因特殊的历史机缘成就了其

在中国音乐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与重要意义，

其学术体系（及随之形成的学术传统）是

中国音乐学体系化的典型代表，在一个较

长的时段和相当广泛的层面里，这种学术

体系被不断强化和丰富，并对当下中国音

乐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在

很大程度上，音研所的设立与发展，同时

也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音乐学体系化进

程的缩影。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中国音

乐学界研究工作不断拓展，大量资料（包

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物、田野考察材料）

的涌现，专题研究成为必然，学科不断细化，

子学科应时而生。如从围绕音乐文物的研

究，到明确的“音乐考古学”的提出，再

到现在进一步分化出“音乐图像学”；由民

歌地方特性音调为代表的民歌色彩区研究

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之后，“音研所”虽

因隶属关系变更而更名多次，但其作为研究

单位（携其研究主体）一直存续并持续发力，

⑩ 同注⑨。

⑪ 详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六十年纪念

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7 年版。

进而成为学界共知的具有“学术符号”意义

的“音研所”。（见图 3）

【筹备】

1949，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室

1950，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

1953，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

【成立】1954，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

1959，中国音乐研究所

1961，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

1964，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
1973，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音乐舞蹈研究室音乐组

1975，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音乐舞蹈研究室音乐组

1978，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1980，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图 3　“音研所”机构名称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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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音（乐）—地（理）关系”的提出，到“音

乐地理学”的陆续提出，直至近年的“音

乐北京学”“音乐上海学”；由传统音乐史

学的研究分化出乐律学专题研究，到“琴

律学”的提出 ；由对中国传统音乐种类个

案的研究，到统而论之的“乐种学”，再到

进一步分而研讨的“南音学”；由早期对西

方音乐及其理论的介绍，到西方音乐学科

理论在中国音乐院校全面推行及其细化的

各类作曲技术理论研究（如曲式学、和声

学等），进而衍生出集合中国音乐学者智慧

的“音乐分析学”以及所谓“中国视野”

的西方音乐研究 ；等等。

与之相呼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音

乐学界对这种“体系化”的建设具有“主动

性”。乔建中先生在《中国音乐年鉴》1991

年卷“编后记”指出 ：“与前五卷相比，在

学术研究方面，这一卷的特点是音乐学科建

设与音乐基础建设尤为突出。看来，这是

与跨入 90 年代以后整个中国音乐文化日益

上升的‘自生意向’的现实相一致的，从

而使得音乐‘基础建设 / 思想建设 / 学科建

设’互相支撑、并行不悖的平衡局面开始逐

渐向学科建设这一极倾斜。”⑫黄翔鹏先生在

1997 年出版《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书

名寓意明显指向中国音乐学之体系化建设。

当然，回顾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音乐

研究，其时已有这种意识——杨荫浏先生

《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曾“系统化”地对“国

乐”研究做了构建。在这篇连载于 1942—

1944 年《乐风》的文论中，杨先生引入了

自己于 1940 年 12 月 21 日写下的日记 ：“民

族音乐的园地太大 ；过去从任何方面出发

的任何研究，实际都非常渺小。不早藉团

结与合作，努力进行，难有及时适当的成就，

园地中有的是材料，而这些材料需要多人

同从伟大而合理的计划中出发，分头来将

它们把握住了，随时加入一个整个的系统。”

杨先生以肯定的语气讲道 ：“在未经科学整

理的国乐园地中，每一分合理的努力，无

论范围多么小总能有相当的价值 ；每一位至

诚的工作者，无论能力多么有限，总能有相

当的贡献。”⑬这里，显然是将“国乐”视

作一个“整体”并期望构建起一个“系统”。

而在更早的时期，萧友梅先生对于“国立音

专”构建的宏大设想及其与“音专”同人所

做出的重大贡献，更是中国音乐学体系化实

践的先声。

21 世纪，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学

术研究的资源获得和数据精细化呈现，已

经不再是个难题，“整合学术资源”成为重

点，“系统化”成为趋势。就“中国音乐学”

而言，呈现出“体系化”研究趋势，具有“学

史梳理”与“方法论提炼”的学术工作集

中涌现，主要体现在 ：（1）学科理论丛书

的系统性编撰（如“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

（2）学科研究回顾与梳理（如《中国当代

音乐学》）；（3）学术经典的解读、分析（如

“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4）学术事

件的梳理、考证（如《“民族音乐”研究班

与〈民族音乐概论〉》）；（5）学者口述材料

的搜集、整理（如《乐之道——中国当代

音乐美学名家访谈》《音乐学人冯文慈访谈

录》）。从成果看，这五个方面研究有别于

20 世纪类似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

学科（史）意识。例如对于学科理论书籍

的编撰，明确以探索“构建中国人的传统

⑫ 乔建中主编《中国音乐年鉴》（1991 年卷），山东

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30 页。

⑬ 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杨荫浏全集》（第

4 卷），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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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话语体系”为目标，“作者们都在试图

探索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局内人的音乐

观念、中国人的话语体系，来研究中国传

统音乐理论”⑭ ；又如针对学者的访谈，不

再侧重于一般意义上个体学术经历的书写，

而以相当（甚或完全）的篇幅集中于对学

者学术观念、思想、方法的深度挖掘并将

其置于学术史中加以解读，这种基于学科、

学史、学脉的访谈模式，正是当代中国音

乐学体系化的典型表现。

如果将视野扩大至 21 世纪以来学界的

一些与学术相关的事象，则可以更加深切

感受这种“体系化”趋势。例如，（1）学

术刊物有计划、成系列地介绍当代音乐学

人。典型者有二，《音乐研究》彩版“中国

当代音乐学家”（2005 年第 3 期—2015 年

第 6 期，共 116 位）、《中国音乐学》彩版“中

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学者介绍”（2014

年第 1 期至今，共 32 位）。这项工作，每

期仅占两个彩版，看似与学术研究无关甚

至在编刊工作中都算不上主体，但其却以

每期介绍两位学者的频率，持续而有序地

记录当代音乐学术群体，可谓“图说当代

中国音乐学人”。这项不甚显眼的工作，实

际上同样具有着“音乐学把目光投向人”

的学术意义。（2）学术组织、机构对于自

身“学术话语权”的建立和强调。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至今跨过了半个多世纪，国

内建立的多所专业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机

构、音乐学术组织都有了数十年的积累。

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各家借着不同的“资

历 ” 整 合 各 种 学 术 资 源， 一 批“ 研 究 院

（所）”“研究中心”“研究基地”等学术组

织纷纷建立，一大批指向明确的专题研讨

会频繁举办。将这些机构和会议的内容和

主题加以梳理，可以发现“回顾”“反思”“构

建”“视野”已经成为高频用词。从中分明

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学科意识”，一种

“学术话语权”的建立和强调——这本身即

是学术体系化的一个方面。（3）生长、工

作于 20 世纪中叶的音乐学者成为学术研究

对象。众多先学为音乐学科发展打下了厚

实的基础，而其自身的研究工作及成就由

此具有了中国音乐学科学术记忆与学术标

尺的意义。21 世纪以来，各大音乐院校（所、

学会）以不同的形式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

老一辈学者的记录和研究，出现了学术口

述史整理与研究的峰段。此外，还有如“学

统与创新——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

地学术年会”（2016）、全国“学科传统与

创新”专题论坛（2017）、中国音乐理论话

语体系首届学术研讨会（2017）等近两年

里集中出现的以学科体系构建为主题的专

题研讨会议等等。

上述种种，表明中国音乐学体系化已经

形成一种惯性力，当代学界无论学术研究，

还是相关工作，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音乐

学体系（或其构建进程）的一个部分。这种

力量是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使然，其同时也

必将成为学科和学术前进的动力——因为，

体系构建本身既是为了“建立”，更是为了“被

打破”。

结　语

通过对中国音乐学发展轨迹及其研究观

念的梳理，并以之统观当下学界的丰富研究

及成果，古今比较之后，不免还有以下一些

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⑭ 王耀华《构建中国人的传统音乐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编撰的探索》，《音乐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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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中国音乐学研究观念的轨迹来看，

古代“礼乐”观念之下，研究视域以“官

方”为主体，以“宫廷”为中心 ；到了近

代“国乐”观念之下，研究视域转向“民

间”为主体，以“地域”中心。这极大地

拓宽了音乐学术视域，无疑是一种重要的

学术“创新”。进而，“民间”成为现当代

“音乐”观念下的一种“传统”。那么，古

时“只关注‘官方’而忽略‘民间’存在”

是一种缺失，而今人在面对传统音乐对象

时“只关注‘民间’而忽略‘官方’存在”，

是不是也是一种缺失？

中国丰富的古代文献不仅提供给今人

大量的历史信息，同时也促使学者们在比

较之中建立起辨析真伪的考证意识。而相

比于我们对古代中国继承史料而摒弃观念

的轨迹，近现代由“西方”观念建立起来

的研究框架，并没有将更多的西方史料及

其考证方法引入进来。那么，西方音乐的

史源问题如何解决？西方音乐的史料是否

也该辨伪？如何辨伪？对此方面的忽略，

是不是又为一种缺失？

2. 从古代学术“礼乐”观念下对于社

会的关注，到今天的音乐声学、音乐科技

的发展，从人文学科拓展至自然学科，无

疑是一种“创新”。那么，相较于古代将“历、

律、数、算”统于“礼乐”之下的同一性

的人文表述，现代学术侧重自然学科范畴

的音乐学研究，其人文关怀又在哪里？这

是不是一种不足？

3. 音乐分支学科的出现，大多有着这样

一个背景 ：基于某类音乐学术论题而展开，

发轫于现代学术机制中，进而衍生出一套相

对独立而完整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一个相对

独立的学科。在学科观念下，各子学科似乎

都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模式和相对固

定的论域，问题在于学术研究应当以对象为

导向，还是应当以学科为导向？相较于“礼

乐”“国乐”的研究观念，如果研究总是标

的于“音乐”学科自身的“学科原旨”，而

不是进向研究的“学术原旨”，这是不是一

种“歧途”？

凡此种种，可知在中国音乐学体系化

的趋势之下，问题亦将层出不穷。卢梭说

过：“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处在当代音乐学的“传统与创新”“学科与

学术”之间，我们是否也该常常以“出离”

之心来反思“西方”、反思“民间”、反思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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